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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的“中国式”接受与发展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审视
庞 瑶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厦门 361005)
摘 要:《教育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行动宣言》的发表引起了全国教育界的极大关注，
宣言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教育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必须加强教育实证研究，促进研究
范式转型”。不可否认，实证研究是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但是在新一轮的
“实证热潮”下，如何避免实证研究走向方法论上的极端，需要正确看待实证研究与实证
主义作为方法工具与哲学思想的联系与区分。回顾历史，实证主义自近代传入中国以来，
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某种契合以及相互补充，使得它呈现出“中国式”的接受与发
展进程，显示出中国特色的实证取向。在国际教育研究走向“实证霸权”的背景下，构建
我国教育理论体系，实现有特色的“中国表达”，需要加强教育实证研究，搭建与国际对话
交流的平台，更需要继承我国近代学者对于实证主义和实证研究的“中国式”接受思维，
重新审视实证研究的新内涵，进行实证研究的“中国式”探索，促进教育研究方法的“中国
式”发展，避免走向方法论上的极端。
关键词:实证研究;实证主义;教育研究方法;“中国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4;G40 －0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18)05－0118－10
·811·
一、实证主义与实证研究之交互关系
实证主义与实证研究作为哲学思想与方法工具，二者既相互依存又有所区分。从发展历程
看，实证研究方法的历史更为久远，实证研究方法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近代西方哲学
则是源于对自然科学发展做出的反思，其发展得益于实证研究方法和实证的科学思维。此外，实
证主义者推动了实证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迁移运用。但是随着实证主义走向理念上的极
端，实证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遭到排斥，导致实证研究并未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有效的运用。
(一)实证研究推动近代自然科学和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
自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创立到 17 世纪物理学、数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自然科学成为理
性的代名词，成为人类理性思考的典范，开启了人类科学认识自然界的新篇章。近代自然科学的
发展离不开科学方法的运用，系统的实验法、观察法区别于传统纯思辨的演绎逻辑方法，成为科
学家们认识世界、发现自然规律的有力工具。同时期的培根在他的著作《新工具》中将这种通过
实验、观察搜集事实材料从而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方法称之为归纳法［1］。从传统演绎法到归纳
法的发展过程中，实证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当时并未出现“实证”的字眼，但是这种
把人以外的自然的、经验的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通过客观观察、反复实验、科学归纳把纷繁复杂
的经验世界“还原”为结果精确、可重复验证的数字关系，从而把握世界本质的自然科学方法正
是“实证研究”的最初表现形式。袁振国教授在《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经途径》一文
中提出了“实证研究是一个不断丰富创新的方法体系”，并列举了从亚里士多德“旧”的逻辑方法
到培根归纳、分析法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便是将“实验”引入研究过程，经
过实验过程后，经验就不再是偶然的、盲目的，而成为有指导性的了，它就像黑夜行走时点燃的蜡
烛，可以照亮前行道路［2］。可见，实证研究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在不断发展的。一方面，
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得益于实证方法的发现与运用;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催生了实证主
义。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起源于对自然科学界的思考与审视，而西方哲学从米利都学派起就是
一种自然哲学，实证的科学思维提升了近代西方哲学对真理性、客观性的要求，从而催生了实证
主义并使其快速发展。因此，实证研究的方法不仅是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还直接推动了
近代西方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一种客观独立的研究方法，从早期的表现形式到被赋予“实
证”一名，实证研究的发展历程较实证主义哲学有着更悠久的历史演进过程。
(二)实证主义促使实证研究的迁移与“异化”
“实证的哲学”一词是由孔德创造的，并以更简短的形式“实证主义”一直沿用至今［3］。孔德
在《论实证精神》中指出:“这种哲学精神，经过早期的漫长演变，今天已达到自成体系的程度。
显然，以后我们不得不通常用一个简短的特定名词来称之。既然如此，我还是宁愿要‘实证’的
称谓。”［4］这种“漫长的演变”指实证研究催生的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为“社会学之父”，孔德
力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学，为社会学赋予“实证”特征，孔德总结了“实证”一词的特性，
即真实、有用、肯定、精确、有组织、相对，集经验性、有用性与科学性于一身。他认为实证哲学应
该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体系，具备“实证”特性的知识体系都可以称之为科学［5］30－32。随之，实
证的方法被广泛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 19 世纪心理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 1879 年冯特
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原本从属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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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围的心理现象。1890 年哈佛大学的哲学家乔赛亚·罗伊斯的《教育是一门科学吗?》一文
引起了美国教育界在追求教育研究科学化的过程中对实证研究的高度重视，以智力测验、可控实
验为研究手段的实验教育学广泛兴起［6］。实证主义者将实证方法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促进了自
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传播与应用，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
度。但实证研究在最初被用于社会科学时，以一种机械地模仿自然科学的方式，一切以量化、实
验的方法为准则，以自然科学观“物”的方式完全照搬为观“人”的方式，势必会出现“水土不服”
“血型不匹配”等负面效果。
实证主义在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呈现了强势的发展劲头，这是科学主义追求理性、逻辑
分析、拒绝一切形而上学等价值取向的一种表现。科学主义的世界观转变了人们的思维逻辑，功
利主义、实用主义正是这种价值观的思想反映，而这也反映了深层次的科学主义的危机［7］81。自
文艺复兴重新审视人的主体地位，人文精神成了人面对世界的根本性精神，它融入人的情感、意
志、生活、观念中，正是因为对于真、善、美的本能追求，才促进了人类对于世界的科学探究。但实
证主义的强势发展使得科学精神作为一种外显的、行之有效的力量，一跃成为主导人类生存的主
要力量，科学思维成为支配人们活动观念的世界观，实证性精神、严格计算和控制性的欲望深深
刻在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物”的逻辑、数学计算、量化的思维方式扼杀了人的人性化和世俗
化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人格魅力、情感的交融、源于对生命赞颂的情怀都会被逐渐地分解、
消融。人性中固有的人文精神也都被涂上实证性的、屈从于机械性劳动和消费性的灰暗色
彩”［7］86。在实证主义的科学思潮中，“仿佛世界本身只是科学分析、语言和认知的逻辑。历史也
只是被科学掏空了的历史，人也成了逻辑的符号”［7］83。实证主义因走向了理念上的极端而遭到
后现代哲学、历史主义哲学家的强烈批判。胡塞尔指出，这种实证主义约定的科学理性衍生出了
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注定会造成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与分裂［8］。
马克斯·韦伯对于现代理性的分裂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工具理性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
内在表征，它对世界的表现方式为运用手段转化世界、创造资源，表现为对功利性、实用化、物质化
的诉求，正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叛离造成了西方现代科学主义的深层次危机［9］。
实证主义的异化发展导致实证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遭到种种排斥与反对。从客
观的角度来说，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早于实证主义存在，虽由实证主义者将其迁移至更广
阔的知识研究领域，但是方法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的，并无好坏之分，不应因实证主义的异化而
烙上如“功利”“肤浅”等贬义色彩，相反我们更要看到实证研究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
的重要价值，从而引起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同时，随着人类对自身和时代认识的不断加深，
自马克思将哲学从物和科学思维引向人和历史思维，现象学、诠释学、后现代主义等众多哲学流
派思想都体现了当代哲学的一种新转向，那就是更加关注人类与其生存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
更加关注对心灵的解读，更加关注在社会历史境域中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哲学转向是人类深化自我认识的体现，理应为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为
了更好地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方法是为实现目的而存在的，忽视了目
的的真善美价值，必定会导致方法的滥用甚至异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因为实证研究在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流于形式，过分追求量
化、严格计算与实验控制等，而难以看到背后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实质，导致方法使用不得当，造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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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发展不充分，未能很好地利用“他山之石”，导致适得其反的尴尬局面。
二、实证主义与实证研究的“中国化”进程
实证主义本身的不断发展与分化，促使不同的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研究有不同的方法主张。
从孔德开创实证主义并“遵循培根的必须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一切思维的基础这一方
针”［5］62，斯宾塞继承这一理念并主张将科学方法———逻辑与数学法、物理学与化学法、天文学与
生物学法等同时引入社会学研究中，到新实证主义(也称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证实”原则，既
重视经验观察的传统以达到经验事实的证实，又严格遵循逻辑方法，兼顾逻辑证实，再到反实证
主义(也称后实证主义)者波普尔反对孔德过分重视经验观察在研究中的作用，认为“想象优于
经验”，强调理性的自由想象力在知识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证伪原则”［5］163－164。从实证主义内
部的分化与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被实证主义者接受推广的过程中发生的
些许变化。同时，随着 19 世纪末的西学东渐，实证主义被系统引入中国，实证主义自身的发展演
变在引入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体现了实证主义的“中国式”接受与
发展。
中国系统地引入实证主义的人是严复，陈元晖先生认为“严复是中国第一代实证主义
者”［10］。在宣传西方启蒙思想的过程中，严复非常注重介绍西方的科学方法论，他将培根提出的
奠基于经验论和归纳法的现代实验科学，称为“实测内籀”之学［11］，并指出“传统的文化学术的
根本问题在于不从客观事实的观察、归纳出发，也不用客观事实去验证”［12］276。因此，严复追随
早期实证主义者“可知者至于感觉”的不可知论，“完全投入实证主义，并涂上一层实用主义的色
彩”［12］280。同时，严复将《天演论》等一系列西方近代著作传入中国，却又不限于简单地转述、翻
译，而是有所取舍与“发挥”，他将生物进化的实证科学理论泛化到政治社会领域，将弱肉强食、
物竞天择的殖民主义理论支撑结合中国国情，唤起人们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其含义渊源超出
了实证科学”［13］26。
如果说严复更多的是注重引进西学，系统介绍西方科学的方法，那么王国维则注意到对传统
方法的反省以及促进中西科学方法上的汇通。王国维研究过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翻译过形式逻
辑书籍，在吸收西方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思维与实证精神的同时，将其与史实辨证考证相联系，发
扬又发展了乾嘉考据学，突破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找到了西方实证科学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
契合点，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然而王国维也深刻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内在缺陷，即虽然“可
信”但不“可爱”，“可爱”者在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等研究学习中［14］。
20 世纪美国兴起的实用主义也是实证主义的一个分支流派，实用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可
知者止于感觉”的经验论，追求一种“有用”的真理。胡适深受其师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将
杜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想分解为五步法引入中国，这种治学定理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虽然胡适主张“以怀疑的态度研究一切;实事求是，不作调人”，这种存疑原则与实
证主义的“不可知论”相通，但他又受到清代朴学的影响，“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从一种
绝对的“不可知论”走向了“无证不信”的更具客观科学性的道路［13］96。冯友兰受到新实证主义
的影响，他深刻指出中国哲学史上缺乏逻辑分析的方法，但又不像实证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他
希望通过引入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传统的伦理概念(主要是程朱理学)加以廓清，从而重建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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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也因此冯友兰被视为近代“新理学”的代表人物［13］103。
西方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自前期萌芽阶段到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始终以经验主义为
基本原则，以追求理性为目标，而近代中国思想家在引进实证主义的过程中，更多地将关注点放
在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我们可以认为，西方实证主义是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的中介。
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较为缺乏实验科学现实依据的中国，科学方法往往只能经过哲学的折射才能
展示其内涵并获得确认［13］178。在这个过程中，近代中国学者注意到实证研究方法与我国传统治
学方法论与思想的相通之处，也正是这种契合点的发现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在我国的传播
运用乃至立足生根。
西方实证主义深受经验论传统的影响，走向了极端的经验论立场，陷入一种“可知者止于感
觉”的不可知论，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理、道的整体追求与互联思维使得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很
难认同极端的主客二分的经验论。同时，在时代背景下，基于奋发图强的救国之心又对理性的原
则有一种积极吸收且较为宽容的态度。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使得中国未能走向彻底的实证
主义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实证主义片面性的扬弃。中国传统哲学重人文精神的内涵使
得对实证主义的吸收与消化添加了人文色彩;困扰王国维的“可信”与“可爱”之惑体现出人本主
义与实证主义的对峙与难以调和，试图打破二者之间的壁垒、走向一种互相理解与融合是中国传
统哲学“中庸”思想的体现;避免两极分化，限制极端走向，是中国传统辩证主义的思想惯性使
然。可以说，近代中国哲学在引入实证主义与实证方法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接受
与发展。
三、教育实证研究呼唤“中国式”内涵与发展
实证研究经过近代学者“中国式”的接受与推广，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被运用到学术研究，
但实证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教育研究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重
因素有关。基于对近代实证研究“中国式”接受与推广的审视，实证研究之本质内涵与我国科学
研究方法之间有契合之处。在实证研究占据国际教育研究霸权地位的今天，教育研究者更应重
新审视实证研究的内涵，实现实证研究的“中国式”认识与发展，汲取实证主义走向极端的历史
经验，避免实证研究走向方法论上的极端。
(一)教育实证研究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运用的缺失
实证研究在我国教育界的运用并不是无本之木，基于实证主义自身的分化发展以及经过中
国近代哲学的吸收、引入与改造，实证研究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新文化运动将“科学”作为改造中国的武器，科学方法“流行”起来，主要表现为胡适“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的方法用于史学研究;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实验教育学引入中国，智力测量、学业测量
等测量方法一时兴起;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等一批教育家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深入农村将教育
理论与实践结合，基于实际“证据”开展的教育活动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实证研究方法，而是
“具有浓郁的中国社会的特点”［15］101。近代中国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教育界对于实证研究的
初步探索以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理解与改造为基础，以一种较为温和的实证态度为指导，体现了结
合中国国情的实证取向。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教育领域也开始了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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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广泛开展教学实验和综合实验改革，实证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地位凸显。瞿葆奎、叶澜等
呼吁中国教育开展实证研究，要求运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解决教育问题，即通过对搜集到的
信息资料进行“精确的定量处理”，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与观点。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带来的积
极效果，是人们重视教育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及对事实本身状态的把握所致，为在教育研究中逐步
做到定性与定量研究有机统一提供了基础［15］118。此时，教育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理解也偏向于
定量研究。但是实证主义自身的极端发展导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张对立，源自于自然科
学以实验、量化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并未能很好解决教育研究中涉及的价值、本质等深层次的问
题，再加上其与中国传统研究方法未能实现合理的兼容，因而实证研究并未在教育界得到普遍认
同与运用。与此同时，质性研究方法逐步被引入我国的教育研究中，研究者本人在自然情境中通
过访谈、观察、分析甚至参与，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互影响，以期获得解释性的结果。这种
兼具社会属性与人文属性的科学研究方法符合教育学横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属性，获得教
育研究者的青睐。现阶段，实证研究在我国教育界的运用面临诸多问题，如近两年我国有学者对
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作了统计分析，通过抽取样本，依据作者对研究方法的分类
理解，得出研究结论(见表 1)。
表 1 我国学者对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统计
样本文献 /著作年份 样本总量 研究方法分类与所占比例(%)
2000—2001 286 篇 定性与思辨研究 91． 30 定量与实证 8． 70
2000—2005 40 部 定性与思辨研究 61． 10 定量与实证 38． 90
1980—2007 6 518 篇 定性与思辨研究 95． 40 定量与实证 4． 60
2010—2015 3 910 篇 思辨研究 82． 30 非实验性定量研究 14． 10
2013—2015 2 327 篇 思辨研究 57． 90
实证研究 42． 10(质性研究21． 60，定量研究
18． 00 ，混合研究 2． 50)
2013—2015(国外) 573 篇 思辨研究 11． 50
实证研究 88． 50(质性研究32． 10，定量研究
45． 00，混合研究 11． 40)
1999—2004 3 909 篇 定性研究 93． 99 定量研究 6． 55 定性定量兼有 0． 54
1997—2006 1 567 篇 理论思辨研究 76． 50 实证方法 7． 10 质性研究 0． 30
1979—2008 4 253 篇 思辨研究 78． 10 定量研究 14． 00 质性研究 7． 90
注:未单独标注者为国内著作文献
数据来源:根据刘志忠《质性方法之于高等教育研究的缺位与在场策略》(原载《江苏高教》，2017 年第 9
期)和陆根书等《中外教育研究方法比较———基于国内外九种教育研究期刊的实证分析》(原载《高等教育研
究》，2016 年第 10 期)整理而成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教育研究方法分类的混乱。研究过程与结果
涉及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分类标准的理解，即什么样的研究才可称之为实证研究。从表 1 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学者以两分法为依据，有学者以三分法为依据。可见，人们还未能对实证研究
进行明确的界定，表现为未能正确理解定量研究、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二是与国外相
比，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的运用明显不足。这两个问题的共同之处在于如何正确理
解实证研究的内涵，如何正确处理几种教育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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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一个问题，核心是如何理解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与其他科学方法到底有无明显的划分
界限?阎光才认为，严格的实证研究所推崇的是自然科学研究路向，它强调主体与客体间严格的
二分，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象化关系，通过远距离观察(即价值与情感无涉的旁观者)，
以综合归纳的方式寻求共性特征，即现象意义上的共相或“是”［16］。实证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达成
一个普适性的理解或结论，具有同自然科学研究结论一样的确定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和可预
见性。按照阎光才的理解，严格的实证研究的确未能在我国教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前文
提到的我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的实证主义思维与我国重思辨的思维传统难以融
合，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例如，中国的象形文字使得中国人的想象力与直觉思维较为丰富，
往往形成“第一印象”，重视从整体到一般的演绎逻辑，这与西方近代形成的注重分析、归纳的逻
辑方式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崇尚学术权威与习俗知识，对于约定成俗的知识缺乏怀疑精神，而西
方近代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们的批判意识、怀疑精神、自我意识骤增，哥白尼
的革命式反抗彰显了近代西方追求绝对真理的决心;中国古代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整
体互联思维观，以“民胞物与”的心理呈现出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之道，难以走上主客二分的
对立之路;如此等等。此外，实证研究长期被窄化为定量研究也是其未能被充分运用的重要原
因。正如前文所说，实证研究随着实证主义的极端发展而被烙上“功利”“肤浅”等贬义色彩，实
证主义者过度追求精确的数字关系、绝对的经验主义使得科学研究成为“冷冰冰”的见物不见人
的活动，这必然会引起教育研究者的怀疑与批判。正是这种难以完全认同才导致我国实证研究
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缺失的实然状态。
“唯量化”的实证方法在近代实证主义引入我国的过程中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学者们做了
“中国式”的接受与努力，才促使西方科学思想与方法在我国的传播，加快了近代中国学术研究
与知识文化转型的进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证研究要实现“中国式”的接受与发展，必须
要根据我国的传统与现实，不断调整内涵。俗语说“变则通”，实证研究客观、求是、严谨的特性
是科学发展的产物，是适用于任何科学研究的，但其表征形态因持有者知识观、思维方式的不同
而不同。因此，如何利用实证研究这一科学方法更好地解决教育问题，需要考虑通过其内涵的拓
展以实现“中国式”的接受与发展。
(二)教育实证研究的“中国式”内涵———多元与综合
实证研究已经成为欧美国家教育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正如表 1 所展示，在陆根书等对国内
外教育研究 9 种重要期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的统计结果中，实证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教育研究运
用中对比悬殊，在此背景下我国教育界提出《教育实证研究行动宣言》，宣言明确提出实证研究
具有多种类型和不同层次，实验研究、调查研究、访谈研究、考古研究、文本分析、案例研究、观察
记录、经验筛选、计算机模拟等，都可以做出高水平的实证研究。袁振国在《实证研究是教育学
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一文中提出，实证研究即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并指出人们对实证研究
的一些误区，如把定性研究和实证研究作为对立双方来看待，他认为“只要一项研究是基于事实
和证据的，它就是实证研究，而不在于它是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2］。以往以“量化”作为研究
方法的分割线，割裂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关系，也割裂了人文与科学的联系，将科学研究等
同于精确的数字研究，无疑会走进“死胡同”。袁振国的观点打破了以往对实证研究的狭隘理
解，看似是扩大了实证研究的外延，其背后是真正理解了实证研究的内涵。刘海峰基于对教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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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深入研究，认为中国古语中的“言之有物、持之有据”是做学问的最基本要求，而这种基于
事实和证据的研究，正是我们呼唤的实证研究的实质内涵。刘海峰充分肯定了清代的乾嘉学派
注重考据的治学传统，“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是其根本特征，正如胡适所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
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17］。可以说，这是对实证研究内涵的重新解读，实证研究的内涵得
到挖掘与重视，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学界对实证研究的新探索———一种“中国
式”的接受与发展。实证主义的逻辑传统影响了西方近现代几乎所有科学的发展，却忽视了自
然科学作为“物”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作为“人”的研究对象的本质差异。打破西方实证主义
的“话语霸权”，探索基于自身教育问题与文化传统的教育研究方法，丰富发展实证研究的内涵，
是我国教育界为教育事业做出的“本土化”努力，是实现“四个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意
义不言而喻。
随着我国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显著特征。
教育研究更加呼唤多元的方法，因为教育活动直接面向的是人，人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无限的可能
性，因此教育活动和教育研究注定就是一个价值多元的领域。“教无定法”，教育研究亦无“定
法”。例如，有学者认为:“教育科学的方法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出现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它充分
证明了教育学所研究的对象———教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证明了教育学的研究
领域是极其广阔的，不可能用任何一种方法去研究教育这种特别复杂的现象。”［18］
我国教育研究一直限于思辨、质性、量化研究的分类，这是科学知识分化的结果，是科学规范
的产物，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往往限于对方法自身的规定而窄化了方法本身的意义。一方面，实
证研究最初的表征形态就是“量化”，“唯有量化才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质性研究一直被认为
是作为量化研究的对立面而出现。但是随着对教育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二者的可兼
容性，如张汉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截然对立的吗?———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
论辨析》一文中明确指出，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两套不同的研究方法，它们并
不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本质性差异，因而不是截然对立的［19］。质性研究同样需要基于事实与证
据，如民族志研究是典型的质性研究，强调进行田野调查掌握一手丰富的资料，实证得来的证据
既可以进行定量分析也可以进行定性分析，而如何解释与探索事实证据背后的原因则需要根据
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方法。另一方面，实证主义以拒斥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但是阎光才认
为，实证研究并不排斥理论思辨，实证研究的理论假设及结果分析本身就涉及理论立场的陈述与
价值判断，因此理论思辨是研究人员做好实证研究的必备素养。此外他还认为，实证研究不等于
量化研究，常见的各种描述性分析，通过数据描绘了事物的某种特征，但如果没有要“证明”的理
论假设，那么只能说它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但不是实证研究［16］。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研
究方法》也明确提出，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甚至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教育研究常常需要设计价值
判断问题。而思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事物存在的本质与价值进行思考，是一种
总体性的研究，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思考，是对事物发展趋势的把握，是高等教育研究中不可缺
少的工具［20］。
随着我国学者对实证研究认识的深入，实证研究的内涵在不断发展，实证研究不再局限于量
化研究(或者说使用了量化手段的研究并不都是实证研究)，只要是基于事实证据的科学研究都
是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开展。当然，实证研究要想不流于形式，真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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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事实证据看到事物的本质与问题，就不能排斥思辨的方法。量化研究、质性研究、思辨研究在
某种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探寻真理的方法体系，3 种研究方法各自有适用
的空间与场域。没有任何一种思维方式可以在人类发展史上独占鳌头，多元化越来越成为当今
社会的显性特征。同时，教育活动与教育研究主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多元研究方法的
必要性。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程度的进一步深化，知识的综合化与交叉融合成为社会
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科学研究亦是如此，任何一种方法都会有适存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与
不足，而多元与融合是弥补缺憾的正确途径。
四、结 语
教育研究呼唤多元的研究方法是教育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实证研究经过“中国式”的接受
与发展，被挖掘出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为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我国教育
学“本土化”做出了新的解读与探索。实证主义走向了极端，引发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
裂，但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工具，在任何科学领域都可以发挥其作为“方法”本身起到的作用，
只有将实证研究方法内化为基于我国教育实践与文化传统的方法体系，才能更有效发挥其积极
意义，才能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实现“中国式”表达。同时应看到的是，虽然严格的实证研究有众
多缺陷，但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确实有所欠缺，我们不可因实证主义的异化而拒绝严格的实证研究
方法，拒绝量化研究，拒绝严格的实证要求。在新的“实证研究”的热潮下，教育研究者应冷静看
待方法的客观属性，丰富方法体系，真正能够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选择恰切的研究方法，避免跟随
实证主义走向方法论上的极端，更要避免故步自封、拒绝接受新的事物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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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eptance and Development of“Chinese Style”in Empirical
Ｒesearch:A Survey Based on the History and Ｒeality
PANG Yao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The Declaration of Action on Educational Empirical Ｒesearch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as aroused great concern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of China，which has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 should be promote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empirical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be scientific，
but how to avoid the extremes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method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positive
upsurge”，a clear understanding should be obtained about the connection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positivism． Ｒeview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the way of think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has been complemented with each other since the positivism was intro-
duced to China，showing the accep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positivism in Chinese style and exposing
the positiv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positive hegemony”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al theory system and the realiza-
tion of the“Chinese expression”need to strengthe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and build
a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of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o inherit the
“Chinese style”reception thinking of positivism and positivist research by modern Chinese scholars，as
well as to reexamine the new connotation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arry ou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tyle to avoid the extreme of methodology．
Key words:empirical research;positivism;methods of education research;development of“Chi-
nes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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